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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 2000—2016 年重庆 37 个县(区)面板数据,使用序列 DEA 方法测算了重庆农业全要

素生产率变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重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间演变,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系统考

察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结果表明:首先,
 

2000—2016 年间重庆市农业

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2007 年后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为明显,并且重庆市各地区呈现出

明显的空间不平衡性。 其次,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最后,研究还发现基础设施、教育水

平以及金融发展程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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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与文献回顾

2017 年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到“全要素生产率”,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针对农业发展问题提出

“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逐渐受到政府的密切关注。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步伐明显加快,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人

口红利”和“结构性加速”福利,成为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 城镇化和工业化带动了大量农

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工业部门转移,有效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 不仅如此,这种趋势

改变了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和累积,也将对农业生产效率和技术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农业全要素

生产率是衡量农业增长质量、农业技术革新和管理效率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判断农业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重要指标。 因此,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深入考察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

影响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实际上,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城

镇化存在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1-2] 。 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

关[3-4] 。 城镇化具有要素积累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分工和专业化效应以及创新中介效应,对经济增

长起着推动作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显著,甚至产生抑制作用[5] 。 城镇

化引起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上升、城市拥挤、农业生产风险加大、贫富分化等问题容易导致经济的“负

增长” [6-7] 。 相较而言,农业领域对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较少。 有学者认为城镇化使得大量

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镇,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下降、土
地规模效应受限,对农业生产力造成不利影响[8-10] 。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城镇化有助于促进先进技

术扩散到农村地区及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从而有助于农业经济发展[11-12] 。 另外,一些学

者认为城镇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13-14] 。 然而,大多数研究仅进行单向回归分

析,忽视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没有得出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 此外,这些研究

多从全国层面探讨城镇化对农业产出增长的影响,较少专门研究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的影响。
关于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国外的文献以理论探讨为主。 Murphy 等最早将工业化引入经

济增长对“大推进”展开研究[15] 。 Matsuyama 借助理论模型探讨了工农业技术进步差别对经济增长

和资源配置的影响[16] 。 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多部门增长模型深入分析工业化对要素配置带

来的影响[17-19] 。 与国外文献相比,国内研究以实证分析为主。 张军认为过度的工业化是中国经济

增长在过去十余年呈现下降趋势的主要因素[20] 。 杨智峰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展开工业化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工业化与经济增长都是相互促进的[21] 。 赵昌文等认为

我国经济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并从多个角度探讨工业化后期各种增长动力的发展趋势及其增长源

泉[22] 。 逐渐有学者开始探讨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盛科荣和高越较早研究工业化对耕地资

源、农业水资源和农业劳动力资源带来的影响[23] 。 汪川探究工业化的起因,提出农业部门的技术进

步对工业化具有重要支撑作用[24] 。 李士梅和尹希文探讨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

制,认为工业化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25] 。
学者们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展开深入研究奠定了丰富的

理论和实践基础。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关注城镇化、工业化对城市的影响,忽视了其对农业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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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鲜有文献专门针对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考察。 此外,已有研究主

要集中在国家、区域等宏观层面展开,从县域尺度展开深入研究的文献十分匮乏。 县城是中国未来

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其连接着城市和农村的多种资源,是技术、资金和人才的中继站与集散

地[26] 。 只有发展好县域经济才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民实现“县域城镇化”,而农村和农

业经济作为县域经济的根本,深入探讨县域城镇化、工业化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显得必要且意义

重大[27] 。
重庆市是大城市与大农村、大工业与大农业并存的直辖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 2009

年,国务院出台《意见》强调重庆要加快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提供示范。 近年

来,重庆市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016
年,重庆市城镇化率 62. 60%,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5

 

7904. 00 元,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年,重庆市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
 

1548. 79 元,达到西部地区高水平①。 由此可见,重庆市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研

究和实践中具有典型性,其社会经济条件在全国具有代表性,以重庆市为例展开城镇化和工业化对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和政策价值。

二、理论、方法和指标度量

(一)城镇化、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

探讨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需要厘清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概

念。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农业生产中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是一般意义上的水

平值概念。 但在经验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是其增量概念,即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由于其能全面

反映经济增长过程,弥补单要素生产率的缺陷,因而被广泛使用[28] 。 实际上,系统考察城镇化和工

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对于解决农业发展约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具体而言,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城镇化进程能够促

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过剩劳动力流向城市,能提高土地与劳动的比率,从而有效提高农

业劳动生产率。 第二,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有效拉动了城镇对农产品的需求,有助于提高农民收

入水平。 第三,外出务工劳动力获得非农收入,可能会增置农机具等农业生产资料,有助于农户资

本的积累[29] 。 第四,城镇化有助于将先进的技术、产品、知识扩散到农村地区及农业生产,有利于农

村人力资本的形成,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由此,城镇化进程不仅对劳动生产率、农业资本

积累产生影响,还能影响农业技术进步,进而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 同时,城镇化过程也在

不断侵占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资本及土地资源,导致农业陷入严重的“失血”困境,进而抑制农业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 由此,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明确。
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工业化的发展为农业提供了更

先进的生产机械和工具,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用农业机械不断替代劳动力已经成为农业生产

的重要方式。 农业机械的使用能有效节约劳动力成本,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第二,工业化的生

产理论与方式对农业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 工业化具有生产组织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特征,其效

率远远高于农业产业。 亚当·斯密在分工理论中指出农业分工的有限性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于制

造业。 然而,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机械化”和集群式跨区作业等现象在中国农业中大量出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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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自《重庆市统计年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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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也能够实现有效分工。 新的分工形式和专业化模式的出现,将会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重

要影响。 第三,工业化带动了农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 工业化进程能够为农村和农业生产提供

农业机械、工具,农业机械设备实际上是技术进步的有效载体,是一种农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而
农业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能节约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率。 由此,工业化能够从技术进步和

技术效率改善两方面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二)基于序列 DEA 方法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本文采用 2000—2016 年重庆市 37 个县(区) ②的农业投入产出数据,使用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方法测算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将每一个区县作为独立的生

产决策单位(Decision
 

Making
 

Unit,DMU)。 然后,构造每个时期重庆农业生产的最佳生产前沿面。
最后,将每一个区县的生产与最佳实践边界相比较,得到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

假设第 k= 1,2,…,K 个 DMU 在第 t = 1,2,…,T 期使用 n= 1,2,…,N 种农业投入 xt
k,n,并生产 m=

1,2,…,M 种农业产出 yt
k,m,在规模不变和要素投入强可处置性条件下,从产出角度展开农业 TFP 变化

的研究。 借鉴 Shestalova[30]的做法,使各期的参考集涵盖以往所有时期的参考集,定义参考技术:
Lt(xt | C,S) = {(yt

1,…,yt
M):yt ≤ zYt,zX t ≤ xt,z ≥ 0} (1)

式中,z 为密度变量,表示每一个横截面观测值的权重;X t = (X t1,X t2,…,X t ),Yt = (Yt1,Yt2,…,
Yt)。 由此,每个地区产出导向的距离函数为:

Dt
0(xt,yt |C,S)= inf{θ:(x′,y′ / θ)∈Lt} (2)

求解线性规划问题,得到距离函数:
inf θ

θ,z≥0
　 s. t. (Yt1,Yt2,…,Yt)·z ≥ yt / θ

(X t1,X t2,…,X t)·z ≤ xt
(3)

借鉴 Caves 等[31]的做法将两个 Malmquist 指数的几何平均值构造成序列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

MO(xt+1,yt+1,xt,yt) =
Dt

O(xt+1,yt+1)
Dt

O(xt,yt)( ) ×
Dt+1

O (xt+1,yt+1)
Dt+1

O (xt,yt)(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2

=

Dt+1
O (xt+1,yt+1)
Dt

O(xt,yt)
×

Dt
O(xt+1,yt+1)

Dt+1
O (xt+1,yt+1)( ) ×

Dt
O(xt,yt)

Dt+1
O (xt,yt)(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2

= TEC × TC (4)

式中,技术效率变动指数(Technology
 

Efficiency
 

Change,TEC)刻画从 t 期到 t+1 期各地区对最佳

生产前沿的追赶程度;技术进步指数(Technology
 

Change,TC)刻画技术前沿从 t 期到 t+1 期的变动。
本文借助 MaxDEA6. 0 软件使用序列 DEA 方法测算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部分,将

其转化成以 2000 年为 100 的累积增长指数作为计量模型分析中的被解释变量。 所使用数据为

2000—2016 年重庆市 37 个区县形成的面板数据。 考虑到数据一致性和可获取性,结合已有研究成

果及重庆市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的产出指标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将其换算成 2000 年可比

价。 投入指标包括农作物播种面积、第一产业人员、化肥投入、农业机械投入和农药投入。 另外,论
文修正了个别缺失值和异常值。

(三)变量界定与数据处理

本文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两类。 其中,核心解释变量

16

②渝中区位于重庆市主城区,经济以第三产业为主,基本没有农业和工业,因而未包括在内。 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论文将 2011 年

以前的万盛区和 2011 年以前的双桥区分别纳入綦江区和大足区。 由此,得到重庆 37 个县(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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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镇化和工业化。 借鉴已有研究及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32] ,本文选取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教育

水平和金融发展程度等控制变量。 具体地,用城镇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值代表城镇化,用工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代表工业化。 此外,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教育水平和金融发展程度分别用二三产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单位面积公路通车里程、教育经费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和存贷款余额

与 GDP 之比来衡量。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重庆统计年鉴》(2001—2017)和地方统计年鉴。

三、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的基本判断

(一)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时序演变

从农业 TFP 的测算结果可知,2007 年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这可能与 2007 年重庆市被确认为

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有关。 因此,本文把考察周期分为 2000—
2006 和 2007—2016 年两个阶段,进而考察两个阶段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 表 1 为

2000—2006 和 2007—2016 年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增长的情况。 由表 1 可知,2000—2006 年间,除
城口县、垫江县、巫溪县、武隆区和彭水县外,其余区县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维持正增长。 而 2007—
2016 年间,重庆市所有区县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为正增长。 另外,2000—2006 和 2007—2016 年

重庆市 37 个区县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4. 0%和 7. 1%,2007 年后重庆市农业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更为明显。
表 1　 2000—2006 年和 2007—2016 年分地区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

地　 区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

2000—2006 2007—2016
地　 区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

2000—2006 2007—2016
大渡口区 1. 137 1. 061 璧山区 1. 093 1. 086
江北区 1. 163 1. 074 万州区 1. 041 1. 035

沙坪坝区 1. 053 1. 110 梁平县 1. 023 1. 007
九龙坡区 1. 057 1. 088 城口县 0. 955 1. 085
南岸区 1. 043 1. 139 丰都县 1. 046 1. 072
北碚区 1. 044 1. 058 垫江县 0. 992 1. 055
渝北区 1. 068 1. 083 忠　 县 1. 019 1. 052
巴南区 1. 018 1. 087 开州区 1. 049 1. 064
綦江区 1. 035 1. 063 云阳县 1. 052 1. 047
涪陵区 1. 024 1. 054 奉节县 1. 036 1. 054
长寿区 1. 030 1. 090 巫山县 1. 039 1. 062
江津区 1. 023 1. 040 巫溪县 0. 996 1. 087
合川区 1. 034 1. 058 黔江区 1. 016 1. 116
永川区 1. 146 1. 071 武隆区 0. 965 1. 071
南川区 1. 045 1. 032 石柱县 1. 071 1. 028
潼南区 1. 042 1. 182 秀山县 1. 030 1. 029
铜梁区 1. 043 1. 117 酉阳县 1. 036 1. 064
大足区 1. 006 1. 047 彭水县 0. 981 1. 101
荣昌区 1. 041 1. 059 全市平均 1. 040 1. 071

　 　 　 　 　 注:表中指数为各区县历年生产率的几何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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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统计特征。 通过对各变量的标准差、最小值和

最大值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重庆市各区县之间各个解释变量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区

差异性。 由表 2 可知,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值为 1. 063,说明 2000—2016 年间重庆市农

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 6. 3%。 同时,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最大值达到 2. 121,但
最小值却仅为 0. 713,说明重庆市区县之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存在显著差异。

表 2　 变量统计特征

变量 观察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FP 592 1. 063 0. 117 0. 713 2. 121

城镇化 592 0. 326 0. 225 0. 082 1. 000

工业化 592 0. 353 0. 136 0. 062 0. 778

产业结构 592 0. 720 0. 123 0. 422 0. 948

基础设施 592 0. 890 0. 625 0. 001 3. 495

教育水平 592 0. 184 0. 042 0. 074 0. 322

金融发展程度 592 2. 004 1. 180 0. 465 12. 218

　 　 图 1 刻画了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二维散点图及其回归拟合趋势线。
由图 1 可知,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上升,并且工业化率的提高也带动了农

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由此,可初步推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

正相关关系,更为严谨的结论需要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得出。

图 1　 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四、城镇化、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一)计量模型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其增长受到城镇化、工业化、产业结构、基
础设施等诸多因素作用。 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对农业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本研究将重点考察城

镇化和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另外,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个长期积累过

36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6 卷第 6 期　 　 　

程,上一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会对当期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本文借鉴李谷成等[33] 的做法,引入农

业全要素生产率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LnTFP it = β 0 + β 1 × LnTFP it-1 + β 2 × LnUrbanit + β 3 × LnIndustryit-1 +

β 4 × LnStructureit + β 5 × LnRoadit + β 6 × LnEduit + β 7 × LnFinanceit + μ i + ε it (5)

式(5)中,i 表示区县,t 表示年份;TFP 表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Urban 表示城镇化,Industry 表示

工业化,Structure 表示产业结构,Road 表示公路密度,
 

Edu 表示教育水平,Finance 表示金融发展程

度,用 μi 表示地区效应,εit 为经典随机扰动项。

本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展开分析,传统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并不适用。
另外,考虑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

(GMM)方法进行实证估计。 由此,本文采用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两步法估计城镇化、工业化等

因素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二)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为保证 GMM 估计量的一致性,广义矩估计方法通过 AR(1)和 AR(2)检验对扰动项进行自相

关检验,利用 Sargan 检验对工具变量有效性进行过度识别检验。 表 3 为不同模型设定下式(5)的一

阶差分 GMM 估计和系统 GMM 估计的结果。 由表 3 可知,各模型中检验 AR(1)检验值的伴随概率

均小于 0. 01,而 AR(2)检验值的伴随概率均大于 0. 1,说明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

在二阶自相关,由此接受原假设“扰动项无自相关”,均可采用差分 GMM 估计和系统 GMM 估计方

法。 另外,通过诊断结果还可知,Sargan 检验值的伴随概率均大于 0. 1,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无
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因此差分 GMM 估计和系统 GMM 估计通过了工具变量的

有效性检验,模型设定合理。 模型 1 和模型 4 分别采用差分 GMM 估计和系统 GMM 估计展开城镇

化、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 通过回归估计结果可知,重庆市城镇化对农业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除此

之外,基础设施、教育水平以及金融发展程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

业结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由表 3 知,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并且通过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这与杨志海和王雅鹏[12]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

重庆市城镇化进程有助于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可能的原因是,重庆市城镇化一方面有助于

“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改善了农业规模效率。 另一方面,城市人口的增加拉动了对农产品的

有效需求,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 此外,城镇化会将先进的技术扩散到农村地区及农业生产,进而

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带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同样通过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工业化进

程显著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与李士梅和尹希文[25]的研究结论一致。 主要原因是,近年

来重庆市抓住统筹城乡发展的契机,持续加大以工促农力度,大力推进生产资料供应、农业机械化

等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充分发挥工业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辐射带动作用。 实际上,工业能够为农

业生产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支撑,特别是农业机械工业体系和物质技术装备体系的完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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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有效替代劳动,节约农业生产成本,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同时,农业机械

装备实质是技术进步的有效载体,是一种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 由此,工业化进程能够为农村和农

业生产提供机械动力,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两方面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表 3　 城镇化、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变量

对数 TFP

一阶差分 GMM 系统 GMM

(1) (2) (3) (4) (5) (6)

L. lnTFP 0. 803∗∗∗

(60. 34)
0. 788∗∗∗

(45. 29)
0. 942∗∗∗

(50. 30)
0. 879∗∗∗

(39. 44)
0. 879∗∗∗

(80. 29)
0. 931∗∗∗

(78. 48)

lnUrban 0. 066∗∗∗

(12. 85)
0. 088∗∗∗

(13. 23)
 

0. 034∗∗∗

(3. 64)
 

0. 051∗∗∗
 

(6. 82)

lnIndustry 0. 117∗∗∗

(3. 43)
0. 253∗∗∗

(10. 24)
0. 126∗∗∗

(4. 31)
0. 133∗∗∗

(5. 94)

lnStructure -0. 189∗∗∗
 

(-4. 46)
0. 029
(1. 16)

-0. 490∗∗∗
 

(-8. 29)
-0. 253∗∗∗

 

(-5. 87)
0. 045∗

 

(2. 10)
-0. 198∗∗∗

 

(-3. 14)

lnRoad 0. 015∗∗
 

(2. 04)
0. 017∗∗∗

 

(3. 87)
0. 001
(0. 09)

0. 018∗∗
 

(2. 55)
0. 014∗∗∗

 

(4. 06)
0. 005
(0. 72)

lnEdu 0. 051∗∗∗
 

(5. 96)
0. 045∗∗∗

 

(3. 82)
0. 062∗∗∗

 

(3. 64)
0. 057∗∗∗

 

(4. 56)
0. 045∗∗∗

 

(56. 32)
0. 057∗∗∗

 

(4. 22)

lnFinance 0. 161∗∗∗
 

(9. 01)
0. 131∗∗∗

 

(7. 09)
0. 104∗∗∗

 

(4. 93)
0. 128∗∗∗

 

(6. 56)
0. 089∗∗∗

 

(7. 42)
0. 124∗∗∗

 

(7. 23)

Constant 0. 285∗∗∗
 

(11. 13)
0. 277∗∗∗

 

(14. 15)
0. 246∗∗∗

 

(7. 38)
0. 235∗∗∗

 

(9. 18)
0. 220∗∗∗

 

(10. 70)
0. 197∗∗∗

 

(18. 09)

Abond
 

test
 

for
 

AR(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Abond
 

test
 

for
 

AR(2) 0. 526 0. 483 0. 553 0. 546 0. 491 0. 546

Sargan
 

test 1. 000 0. 999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注:1. 括号内的数值是 Z 统计值;2.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除城镇化和工业化外,其他控制变量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具有显著影

响。 由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估计结果可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滞后一期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前一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当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一个长期累积过程。 产业结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

负向影响。 重庆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给农业产业的发展造成了比较大的

威胁,导致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不断下降。 农村基础设施显著提高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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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重庆市各区县政府加强农村道路、公共服务配套等建设,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效

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带动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教育水平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 教育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累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通过农

业生产技术革新以及农民科技素质和科技应用能力的提高,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金

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与尹雷和沈毅[34] 以及井深和肖龙铎[35] 的

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农业技术创新、提升农业投资效率,进而带动农业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估计结果可靠,本文使用差分 GMM 和系统 GMM 两种方法展开城镇化、工业化对农

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的实证估计。 此外,论文采用删减核心变量以及删除异常样本点等方法

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估计,最终这些回归方程中城镇化和工业化两个核心变量的系数、符号及显著

性水平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因此模型回归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五、结论与启示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仍存

在不确定性。 本文基于重庆 37 个县(区)面板数据,在测算重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从理

论和实证层面考察了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研究发现:(1)重庆市城镇

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业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 (2)基础设施、教育水平以及金融发展程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而产业结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可从城镇化和工业化两方

面着手。 第一,强调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加大以城带乡力度。 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应高度重视

“三农”问题。 一方面,加大对进城务工人员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进城劳动力的技能和知识,完善

医疗、教育、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充分发挥城镇化对农业发展的积

极作用;另一方面,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重视小城镇建设,充分利用城镇对资本、
人才及技术等要素的吸纳和创造能力,强化城镇对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第二,强
调工业反哺农业,加大以工促农力度,用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现代化。 充分发挥工业化对现代农业

的促进作用,加快农村电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资本要素投入,特别

是完善农业机械工业体系和物质技术装备体系。 同时,要注意从地方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将地方

农业生产特点与工业化紧密结合,将工业化的技术、资本优势扩散到农业和农村地区,实现农业现

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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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7
 

counties
 

in
 

Chongqing
 

from
 

2000
 

to
 

2016 
 

this
 

paper
 

uses
 

the
 

sequential
 

DEA
 

method
 

to
 

measure
 

the
 

chang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ongq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ime
 

evolution
 

of
 

Chongqing s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examines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systematically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evel.
 

Firstl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ongqing
 

has
 

increased
 

from
 

2000
 

to
 

2016.
 

After
 

2007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ongqing
 

is
 

more
 

obvious 
 

and
 

different
 

regions
 

in
 

Chongqing
 

show
 

obvious
 

spatial
 

imbalance.
 

Secondly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dynamic
 

panel
 

model
 

show
 

that
 

urban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so
 

does
 

industrialization.
 

Finally 
 

the
 

research
 

also
 

finds
 

out
 

that
 

infrastructure 
 

educ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al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gricul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whil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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